
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
　 　 “东京之墨”： 北宋西藏与内地
　 　 交流的重要遗珍

①

熊文彬

［摘要］ 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温村的吉如拉康 （ ） 藏有 ３ 份 １１—１２ 世纪的藏文写经愿

文， 多次对北宋 “东京之墨” 进行了记载和赞誉， 其中有 ３ 个涉及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音译

词。 文章结合藏汉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 对愿文的内容以及 ３ 个音译词的语境、 含义及其历史背景

和意义进行了分析。 初步研究认为， 这 ３ 个音译词应是北宋首都东京的音译。 吉如拉康写经愿文对

“东京之墨” 的记载和赞誉表明， 该寺在写经中使用过来自内地的墨， 该墨极有可能是通过宋代的青

藏道传入， 疑与内地前往印度求法和西藏前往西夏、 河西走廊、 内地传法的僧人或贸易有关。 鉴于

宋代西藏与内地交往、 交流的确切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较为罕见， 吉如拉康赞誉 “东京之墨” 的写

经愿文无疑十分珍贵， 对于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宋代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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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写经愿文的内容与年代

吉如拉康位于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雅鲁藏布江北岸的小山谷温村， 与南岸乃东区泽当镇隔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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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寺院现存建筑系 １９９０ 年开始修复， 由大殿、 大日如来佛殿和一座小殿组成， 其中大日如来佛殿

保存有一组大日如来佛、 八大菩萨和两位护法的完整泥塑。 关于寺院的始建时间， 学术界尚有分歧。

《乃东县文物志》 和意大利学者维塔利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Ｖｉｔａｌｉ） 认为建于 ８ 世纪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①

但巴桑旺堆根据该寺 《圣回向救护一切有情众生经》 （

， 下简称 《救护众生经》） 写经愿文的明确记载纠正了维塔利的观点： 维塔利将桑耶

寺附近的扎玛噶曲 （ ） 寺与该寺混为一谈。 由于 《救护众生经》 写经愿文不仅记载了吉如拉康

的名字， 而且还记载其所在之地叫 “温莫隆仁 （ ） ”， 现简称为 “温”， 在 １１ 世纪该地

由吐蕃王室永丹后裔衮乃 （ ） 统治。 因此该寺建于 １１ 世纪， 但不能完全排除其前身

为 ９ 世纪牟尼赞普时期修建的查纳拉康 （ ） 的可能性。②

该寺除建筑、 塑像外， 还保存有 ２００ 多函的早期写本残卷， 其中不少写本写于 １１—１２ 世纪， 本

文讨论的 ３ 份写经愿文就出自这些写本残卷 （图 １ 至图 ３）。 巴桑旺堆是最早对吉如拉康写本残卷进

行调查、 整理、 保护和研究的学者。 他从 １９９５ 年就开始了这项工作， 笔者在 ２００５ 年也有幸参与调

查。 他不仅发现了这 ３ 份写经愿文， 而且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连续用中英文发表了 ４ 篇相关成果， 对 ３ 份

写经愿文的书写、 语法、 装帧特征、 内容及其相关人名、 地名等进行了详细、 全面的研究， 对于了

解宋代西藏腹心地区的割据势力、 吐蕃王室后裔的分布和贵族那囊氏的封地， 吉如拉康的历史、 写

经等都提供了全新的视野。③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他的研究成果。

本文将重点讨论的 ３ 个汉语音译词出自这 ３ 份写经愿文。 此处先对这 ３ 份写经愿文的状况、 内

容、 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介绍。 这 ３ 份写经愿文分别是 《救护众生经》 写经愿文、 《十万颂》 函

３６１ 页写经愿文和一份位于首页、 内容不详的首题写经愿文。 在以敦煌藏文文献为代表的绝大部分藏

文佛经写本中， 写经愿文通常题写在经末， 此处的 《救护众生经》 和 《十万颂》 就是如此， 学术界

一般称之为尾题写经愿文。 与之相对， 将写经愿文置于经首的例子， 迄今在吐蕃时期和后弘期初期

的卫藏地区较为少见， 但在后弘期的阿里地区较为流行，④ 本文称之为首题写经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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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吉如拉康 《救护众生经》 写经愿文

　 　 ３ 份写经愿文都以诗体写成， 字体为藏文楷书乌坚体， 墨书， 行数不等。 其中， 《救护众生经》

写经愿文所在页四周页边略残， 文字 ８ 行 （图 １）。 其中经文 １ 行、 译跋 ２ 行、 尾题写经愿文 ５ 行。 前 ３

行内容为： ……“《圣回向救护一切众生经》 毕 （

）”， “该经由天竺堪布作明光 （Ｖｉｄｙａｋａｒａｐｒａｂｈａ）、 智藏译， 经校译师贝孜校对并审定

（

）。” 贝孜全名噶瓦贝孜， 系吐蕃 ９ 世纪著名的藏族译师， 因此该经在 ９ 世纪时被译为藏文。

初步比较发现， 吉如拉康这一版本的 《救护众生经》 与 《甘珠尔》 收录本的经名和译者都略有差

异。 《甘珠尔》 收录本经名为 “ ”， 且与作明

光一起合作的译者不是智藏， 而是吐蕃 ９ 世纪另一位重要的藏族译师智军 （ ）。① 由此推测，

如译师名字抄写无误， 吉如拉康藏本与 《甘珠尔》 收录本疑非同一译本。 随后 ５ 行写经愿文的内容

主要是礼赞佛祖、 吉如拉康所在地及其执政者、 施主、 祈愿、 纸、 墨、 写经者和校对者。

《十万颂》 中的写经愿文共 ４ 行， 主要内容与 《救护众生经》 类似， 包括礼赞佛祖、 写经地、 施

主、 经名、 供养、 纸、 墨、 写经人和校对者等。

图 ２　 吉如拉康 《十万颂》 写经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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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大藏经》 对勘局： 《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本》 卷 ６８，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３１—
２３６ 页。



　 　 首题写经愿文为一整页， 右侧标注 “第 １ 页”， 共 ６ 行， 右侧略残。 其结构和内容与前二者略有

不同。 内容虽类似， 亦包括礼赞佛、 法、 写经地、 施主、 纸、 墨、 写经者、 校对者和祈愿等内容，

但句子更简短凝练， 具有总结性的特点， 类似于佛经中的 “赞曰” 文体。

图 ３　 吉如拉康首题写经愿文

３ 份愿文均无纪年， 其中大量人名和地名也多囿于史料无考， 但巴桑旺堆考证出其中的 “额达

衮乃 （ ）”和 “喇嘛尚 （ ）” 两位重要人物和 “温莫隆仁” 等地名， 为写经愿文

的书写年代提供了重要的断代参考。

其中， “额达衮乃” 出现在 《救护众生经》 愿文卷首： “诺， 三界胜地释迦佛伏化之地， 乃为世

间领地蕃域大地。 山高地净雪山环绕之中， 殊胜之地乃温莫隆仁。 人中豪杰出了额达衮乃， 尚论之

首出了尚·敦扎帆， 殊胜寺庙出了拉康吉如， 殊胜堪布出了格西沃敦……”① （图 １） 按巴桑旺堆考

证， 吉如拉康所在之地 “温莫隆仁” 又简称为 “温”， 其地望在今山南市乃东区所属结巴乡一带。

“额达衮乃” 为吐蕃最后一位赞普达磨赞普的第六代孙子 “衮乃赞 （ ）”， 在吐蕃灭亡后割

据在桑耶、 乃东一带。 可知此件 《救护众生经》 愿文写于 １１ 世纪。②

“喇嘛尚” 出现在 《十万颂》 写经愿文末尾： （写经） “掌管及校对者乃喇嘛尚， 功劳最大施主

皆满意， 缮写者尚尊衮拉帕。”③ 此处之喇嘛尚即蔡巴噶举祖师喇嘛尚·尊珠扎巴 （

）。④ 喇嘛尚于 １１２２ 年生于拉萨， 为吐蕃时期著名贵族那囊氏 （ ） 的后裔， 以密宗修习著

名， １１７５ 年建蔡巴寺， １１８７ 年建公堂寺， 并主持了拉萨大、 小昭寺的维修， １１９３ 年圆寂。 其名字中

的 “尚” 为 “舅舅” 之意， 因那囊氏在吐蕃时期曾与王室联姻。 与此同时， 吉如拉康所在地 “温莫

隆仁” 为该家族在吐蕃时期的封地， 喇嘛尚也经常至桑耶寺附近的青浦等地修行，⑤ 而桑耶寺距离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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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ｍａ 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ｉｎ Ｔｗｅｌｆ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ｉｂｅｔ， Ｂｒｉｌｌ， ２０１２， ｐｐ. ３５－７６.



如拉康咫尺之遥。 正如巴桑旺堆所考证， 从学识、 名望和 “尚” 之头衔， 吉如拉康 《十万颂》 的校

对者 “喇嘛尚” 非喇嘛尚·尊珠扎巴莫属。 因此， 这份 《十万颂》 写经愿文应写于 １２ 世纪。

此外， ３ 份写经愿文的古藏文、 书写和装帧等特点也都与吐蕃时期古藏文写卷相似， 这些特点在

１３ 世纪的写卷中都基本消失， 因此也与 ３ 份写经愿文完成于 １１—１２ 世纪的年代吻合。

二、 汉语音译词 “ ” 和 “ ” 考

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这 ３ 个汉语音译词十分重要， 有着独特而深刻的文化背景： 其中

“ ” 出自 《十万颂》 尾题写经愿文， “ ” 出现在首题写经愿文， 而与二者密切相关的

“ ” 一词则出现在 《救护众生经》 尾题写经愿文。 对于这 ３ 个词， 迄今尚无专门研究。 为了获

得其准确含义， 先来看看它们各自出现的语境。

（一） 语境

１. 《十万颂》 尾题写经愿文中的 “ ”

该词出现在 《十万颂》 写经愿文第 ３ 行：

大意为：

……山高地洁悉补野吐蕃之地， 祖孙三王对吐蕃恩重如山。 殊胜温地之那囊……勇武

无双之勒如库扎帕……敬造 《十万颂般若波罗蜜多经》， 愿其加持护佑圆满证获菩提！ 三界

之统辖者勒如喇贝， 御敌于外之胞弟南喀， 呵护亲人备至之施主帕巴加， 父系兄弟内外之

远近亲属， 为此纷纷解囊美食资具。 工布吉查之地纸张真神奇， 汉地 “ ” 之墨真神

奇， 统协抄经事务者真神奇， 缮写者曲巴·尼扎真神奇， 掌管及校对者乃喇嘛尚， 功劳最

大施主皆满意， 缮写者尚尊衮拉帕。

从愿文的结构可知， “ ” 一词出现在记述写经必备的重要材料纸、 墨之时， 特别称赞了

“工布吉查” 的纸张和 “汉地 ‘ ’”的墨， “ ” 一词与纸张的产地 “工布吉查” 并列， 应

为地名。

２. 首题写经愿文中的 “ ”

该词出现在愿文的第 ３ 行：

·５·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 “东京之墨”： 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遗珍



大意为：

……导师殊胜者， 释迦牟尼佛， 佛法真神奇， 愿传遍四方； 殊胜之宝地， 温莫隆仁

也， ……真神奇， 愿用之不尽； 殊胜之纸张， 冬让阳容产， 纸材真神奇， 愿更加洁白； 殊

胜之墨宝， 汉地之 “ ”， 色泽真神奇， 愿生□□□……

这份愿文在礼赞佛祖、 佛法、 吉如拉康所在地温莫隆仁之后， 对写经的纸、 墨进行了赞誉， 其

中称赞了 “冬让阳容” 的纸和汉地 “ ” 的墨。 此处的语境表明， “ ” 一词也是地名， 与

“冬让阳容” 并列。 此 “ ” 与前述 《十万颂》 经尾愿文中的 “ ” 比较， 其拼写略有差异，

但二者的语境和含义都表明， 二者系对同一汉字的对音， 只是拼写出现了细微差异。

３. 《救护众生经》 写经尾题愿文中的 “ ”

该词位于愿文第 ２ 行：

大意为：

诺， 三界胜地释迦佛伏化之地， 乃为世间领地蕃域大地。 山高地净雪山环绕之中， 殊

胜之地乃温莫隆仁。 人中豪杰出了额达衮乃， 尚论之首出了尚·敦扎帆， 殊胜寺庙出了拉

康吉如， 殊胜堪布出了格西沃敦……殊胜之纸张， 根布冬让也； 殊胜之墨者， 汉地之

“ ” 也； 殊胜写经者， 约布之克当也……①

与前两个音译词的语境一样， “ ” 的语境也是与纸张的产地并列， 表示汉地墨的产地。 不

过， 它以缩略词形式出现， 是对 《救护众生经》 愿文中 “ （ 之墨）” 的缩写。

上述语境清楚显示， ３ 份愿文中的汉语音译词在各自的语境中都表示汉地墨的产地或来源地， 既

有全称形式， 亦有缩略形式。 其中， “ ” 和 “ ” 是对同一汉语音译词的不同拼写， 而

“ ” 则是音译词首字和名词 “墨” 字首字的缩写。

（二） 含义

通过梳理文献和词典发现， “ ” 因系音译词， 其拼写并不统一。 例如， 《藏汉大辞典》

中， 除此处的拼写形式外， 还有 “ ” “ ” 和 “ ” 的不同拼写。② 与此同时， 其含义

也无定论， 学术界迄今主要有 “唐君” “东君” 和 “东京” ３ 种观点。

“唐君说” 由法国汉学家石泰安在 １９６１ 年讨论德格版 《甘珠尔》 中出现的 “ ” 时提

·６· 中国藏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①

②

巴桑旺堆在 ２００７ 年的英文文章 “Ｋｅ Ｒｕ Ｌｈａ Ｋｈａ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ｉｂｅｔ”、 ２００９ 年的

《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 中对该愿文的第一行内容进行了英译和汉译， ２０１６ 年又在 “Ｐａｐｅｒ， 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ｏｋ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ａｎ １１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ｆｒｏｍ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ｉｂｅｔ” 中对该愿文进行了全文英译。 笔者此处参考了他的上述译文。

张怡荪： 《藏汉大辞典》，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第 １０３０、 １１０７ 页。



出， 认为该词意指唐君， 即唐王。① “东君说” 以 《藏汉大辞典》 为代表， 该词典将前述这一词汇的

不同拼写形式都对音成 “东君”， 并解释为 “东君国王， 中国君王”。② “东京说” 由英国藏学家沙

木 （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等人在研究大英博物馆藏 ＩＯＬ Ｔｉｂ Ｊ ７５４ 号敦煌藏文写卷第 ５ 封书信第 ６ 行

的 “ ”一词时提出， 将该词对音为北宋首都 “东京” （即今河南开封）。③ 该写卷是 ９６８ 年记载

河西走廊、 青海和东京等地汉藏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丝绸之路东段线路的一份极其重要的汉

藏双语文献之一， 因汉文 《凉州御容山感通寺瑞像记》 题有 “乾德六年 （９６８） 六月二十二日僧

道昭记之耳” 的题记，④ 该写卷因此又被称之为 《道昭写卷》。 其内容由汉文的 《瑞像记》 《报恩

经》 和藏文的密宗写卷和 ５ 封介绍信等内容组成。 介绍信主要为北宋初年经青海宗哥 （ ）、 丹

底山 （ ）， 甘肃河州、 凉州、 甘州、 沙州等地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朝圣的汉僧们提供的公、

私通行函。 其中 “ ” 一词在第 ５ 封书信中出现在写信人对收信人的问候之后： …… ［ ］

／ ［ ］ ［ ］

［ ］ ……

其大意为： “……今有 汉地君王处的一位道行卓异的和尚要前往 ［天竺］ 之地朝拜释迦牟

尼佛圣容， 沿途我等色哇千户 ［比丘］ 为此要递次迎送……”⑤

沙木等根据 《佛祖统纪》 《文献通考》 和斯坦因敦煌写卷 《西天路竟》 （Ｏｒ. ８２１０ ／ Ｓ. ３８３） 等有

关宋初宋太祖派遣大批僧人经丝绸之路到印度取经的记载， 比较丝路东段线路后认为， 道昭也是宋

代经丝绸之路前往印度求法的汉僧之一， 此处的 “汉地君王” 就是宋太祖， 而 “ ” 为东京，

整个词组 “ ” 意指 “东京的汉王 （即北宋皇帝）”。 其主要根据是： 首先， 按 ９６８ 年明确的纪

年， 《道昭写卷》 记载的是 １０ 世纪之事， 因此 “唐君” 之义可以排除； 其次， 该词所在的语境表明这

是地名， 并且在 《一世噶玛巴都松钦巴 （１１１０—１１９３） 传》 和 《止贡法王吉丹松贡 （１１４３—１２１７） 文

集》 等同时期或较晚期的藏文文献中， 该词也基本上表示地名。 更重要的是， 按照 《西天路竟》 《佛祖

通载》 《吴船录》 等文献， 东京是宋初汉僧前往印度求法的出发地。 最后还提出， “ ” 是藏文文献

中已知最早用于指代东京的词汇， 它的出现不早于 １０ 世纪。⑥

结合吉如拉康 ３ 份愿文中 “ ” 音译词的语境、 语义和时代， 只有 “东京” 义项吻合，

与敦煌 《道昭写卷》 相同。 不过值得补充的是， 虽然迄今未发现 “东京” 对音 “ ” 的直接

·７·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 “东京之墨”： 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遗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Ｒｏｌｆ Ａ. Ｓｔｅｉｎ， Ｌｅｉ ｔｒｉｂｕｓ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ｄｅｓ ｍａｒｃｈｅｓ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ｉｎｅｓ， Ｐａｒｉｓ：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ｑｕｅ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ｓ Ｈａｕｔｅｓ Ｅｔｕｄｅｓ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１９６１，
ｐ. ２９， ｎ. ７０.

张怡荪： 《藏汉大辞典》， 第 １０３０、 １１０７ 页。
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ａｎｄ Ｉｍｒｅ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２０１２， ｐ. １７３.
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ａｎｄ Ｉｍｒｅ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ｐ. ９０. 同时参见荣新江： 《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 载李铮：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卷 ２，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 ９５６ 页， 他将该写卷的年代推断为 “应当是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八世纪末到九世纪中期”。

关于藏文转写和英译文， 详细参见 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ａｎｄ Ｉｍｒｅ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ｐ. １６８。

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ａｎｄ Ｉｍｒｅ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ｐ. １７２， ｎｏｔｅｓ ４９－５１.



证据， 且就 “东京” 和 “东君” 二词与该藏文词汇的对音而言， 后者完美匹配， 但 “东京” 也能对

上。① 总之， 从时代、 语境、 语义、 对音和前人研究成果等综合来看， 吉如拉康写卷愿文中的

“ ” 应为 “东京”。 如是， 前述 《十万颂》 写经愿文应为： “工布吉查之地纸张真神奇， 汉

地东京之墨真神奇”； 首题写经愿文应为： “殊胜之纸张， 冬让阳容产， 纸材真神奇， 愿更加洁白；

殊胜之墨宝， 汉地之东京， 色泽真神奇”； 而 《救护众生经》 中的缩略词 “ ” 就应对译为 “东

墨”， 即 “东京之墨” 的简称， 其相关译文应为： “殊胜之纸张， 根布冬让也； 殊胜之墨者， 汉地之

东墨也”。

这些写经愿文充分表明， 位于宋代西藏腹心地区、 与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近在咫尺的吉如拉

康在 １１—１２ 世纪的写经中曾使用过以宋代首都东京墨为代表的内地墨， 并对此称赞不已。

三、 “东京之墨” 及其传入西藏的线路

西藏墨的制作技术和工艺最早源自内地。 按 《旧唐书》 有关松赞干布向唐高宗 “请蚕种及造酒、

碾硙、 纸、 墨之匠， 并许焉” 的记载，② 内地的制墨技术和工艺在 ７ 世纪中叶前就已传入西藏。 唐代

内地的墨及其制作技术属于松烟墨， 至宋代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制墨技术和工艺获得了新的发

展， 出现了油烟墨。 安徽的歙州 （徽州）、 山东的兖州和四川是宋代制墨的三大中心， 名墨辈出， 其

中潘谷、 张遇、 吴滋等人所制之墨为 １１ 世纪徽墨代表， 陈朗、 东野辉所制之墨为兖墨代表， 蒲大韶

和梁杲等人所制之墨则为川墨的代表。 由于文人士大夫对墨的喜爱、 推崇， 极大推动了宋代制墨、

藏墨和品墨等文化的发展。 与此同时， 随着印刷业和书画行业的发展， 墨在宋代已成为长途贩卖行

销的商品。③ 东京虽非北宋主要制墨地区， 但作为北宋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各地的名墨自然云集

在此， 除向朝廷进贡之外， 也出现在集市。 按宋代品评标准， 名墨必须具备书写顺畅、 墨色光黑、

坚固耐用、 便于保存、 气味清香和形象美观等几个标准。 吉如拉康首题写经愿文赞赏的正是墨的色

泽这一品墨的重要标准之一， “殊胜之墨宝， 汉地之东京， 色泽真神奇”。

文献和考古证据表明， 北宋内地通往西藏的干道至少有两条， 其中之一就是经河西走廊、 南疆，

进入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南道， 也是 １０ 世纪中叶后前往印度求法的北宋内地僧人通行的主要道路。

该道至于阗后， 可南下至西藏阿里， 亦可至克什米尔后往拉达克、 古格。 前述敦煌出土的 ９６６ 年

《西天路竟》 完整勾勒出宋初从东京前往印度求法僧人途经的线路和主要站点。④ 与 《西天路竟》 相

比， 《道昭写卷》 虽然只记载了东京至沙州的路线和站点， 但却提供了从东京经灵州至甘州北线之外

的另一条南线线路： 从 “东京至五台山”， 经兰州依次 “至河州 （甘肃临夏）、 丹底山 （青海化隆）、

宗哥 （青海平安）、 凉州、 甘州， 最后至沙州”。⑤ 藏文是河州至沙州之间沿途介绍信的通用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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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敦煌的汉藏对音字中， “君” 通常对音藏文 “ ”， 而 “京” 的藏文对音字通常为 “ ”。 参见周继文、 谢后芳：

《敦煌吐蕃汉藏对音字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８、 ３０ 页。
刘昫： 《旧唐书》 卷 １９６ 《吐蕃传上》，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
汪圣铎、 胡玉： 《墨与宋代生活》， 《宋史研究论丛》 第六辑，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４９９—５１３ 页。
关于 《西天路竟》 所记线路和站点的讨论， 参见黄盛璋： 《〈西天路竟〉 笺证》， 《敦煌研究》 １９８４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１３ 页。
荣新江： 《敦煌文献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中印文化交往》， 载李铮： 《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卷 ２， 第 ９５６ 页；

Ｓａｍ ｖａｎ Ｓｃｈａｉｋ ａｎｄ Ｉｍｒｅ Ｇａｌａｍｂｏ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ｏ－Ｔｉｂｅｔａ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 Ｔ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ｐｐ. ３９－４８，
ａｎｄ ｐ. １８４ ｍａｐ２。



这条干道从河州向西至丹底， 再至宗哥向西到西藏， 涉及此时期内地通往西藏的另外一条重要

干道———唐蕃古道。 其中的必经之地丹底 （汉文又译作 “丹笛” “丹斗” 或 “旦斗” 等） 是 １０ 世纪

藏传佛教后弘期下路弘法的源头， 也是元代从汉藏交界地带通往萨迦寺的 ２７ 大驿站的起点。 卢梅等

“卫藏传法十人” 就是在此学成之后经此道返回拉萨并在卫藏腹心地区传法， 山南扎囊县的扎塘寺、

日喀则市的夏鲁寺最早即由其中的多吉旺秋、 扎巴欧协及其弟子分别于 １０２７ 年和 １０８１ 年修建而成。

从 １１ 世纪左右开始， 以藏巴董库瓦为代表的大批前往西夏和内地传法的噶举派、 萨迦派和宁玛派高

僧也应由此前往西夏和内地。① 虽然藏汉文献对唐蕃古道的具体走向和主要站点缺乏明确的记载， 但

唐宋时期发现的相关遗存和零星记载证实了该条线路的存在和持续利用。 其中宋代范成大 （１１２６—

１１９３） 的 《吴船录》 是重要文献之一， 他的记载不仅将该道与丝绸之路连接在一起， 同时为该道的

线路提供了重要证据。 按该著， 东京天寿院僧人继业等 ３００ 名僧人应诏于乾德二年 （９６３） 前往印度

求取佛经。 继业等人从东京出发， 自阶州 （治所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一带） 出塞， 由灵武按

《西天路竟》 线路经河西走廊、 新疆、 克什米尔， 抵达印度， 返程则从印度经尼泊尔， 再沿蕃尼古道

至拉萨， 并 “由故道自此入阶州”， 于开宝九年 （９７６） 返回内地。② 此处的 “故道” 应为唐代的唐

蕃古道。③ 据来华日僧成寻 （１０１１—１０８１） 记载， 宋神宗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 东京太平兴国寺就有两

位中天竺僧人 “从陆地西蕃来”。④ 由此可知， 这条道路在 １１ 世纪下半叶仍然畅通。 按巴桑旺堆根据

近年在西藏、 四川、 青海、 甘肃陆续发现的吐蕃寺院和摩崖造像及其藏文题记考证， 其线路从拉萨

经 “（西藏） 察雅、 芒康、 （四川） 石渠、 （青海） 玉树通向长安、 敦煌”。⑤ 笔者近两年在西藏昌都

和青海玉树调查的 １１—１４ 世纪波罗风格元素的绘画遗存也大致分布在该道沿途，⑥ 并与 １３ 世纪的元

代驿站线路大体吻合。⑦ 由此可知， 这条道路在宋代不仅仍在使用， 而且相较于自河西走廊至新疆，

再经阿里至拉萨的路线而言， 沿此道进入卫藏腹地显然路途更短。 从西藏连接青唐道的青藏古道因

此应是宋代西藏和内地交往的主要干道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 《吴船录》 在记述继业经蕃尼古道返回内地时， 特别记载了西藏境内的两个重要

站点吉隆和桑耶寺： 继业从尼泊尔 “至磨逾里， 过雪岭， 至三耶寺， 由故道自此入阶州”。⑧ 此处的

“磨逾里” 藏文为 “ ”， 又译作 “芒域”，⑨ 即今日喀则市吉隆县一带地区， 古代属于下部阿里

·９·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 “东京之墨”： 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遗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例如索罗宁教授的最新研究表明， 西夏佛教 １２ 世纪的高僧德慧就曾在宗哥城的寺院中学习过藏传佛教。 参见索罗宁： 《西
夏德慧上师两种传承与汉藏佛教圆融》， 《中国藏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５ 页。

范成大： 《吴船录》， 载 《〈吴船录〉 外三种》， 杭州：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第 ２２—２４ 页。
黄盛璋认为 《吴船录》 中 “由故道自此入阶州” 中的 “此” 指峨眉山的牛心寺， 因此故道为 “川藏通道”。 参见黄盛璋：

《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 《历史研究》 １９６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９９—１００ 页。 笔者认为 “此” 应指 “三耶寺”。
成寻著， 王丽萍校点： 《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 卷五，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第 ４４８ 页。
巴桑旺堆： 《关于仁达吐蕃摩崖石刻的几个问题———仁达吐蕃摩崖石刻实地考察心得》， 《中国藏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５ 页。
参见熊文彬： 《青海玉树新现宋元时期的波罗风格元素绘画遗存及其意义管窥》， 《西藏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６４—６８

页； 熊文彬、 廖旸、 泽巴多吉： 《西藏昌都元代绘画遗存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兼论波罗风格在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传播线路》， 《形
象史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第 ２１９—２４４ 页。

张云根据汉藏文文献梳理出渭源至拉萨由东向西的元代驿站路线和站点： “大约经渭源、 临洮、 和政、 临夏， 青海循化、 化

隆、 贵德、 称多、 玉树， 四川邓柯 （今石渠县洛须镇———引者）、 德格、 白玉， 西藏贡觉、 昌都、 类乌齐、 丁青、 巴青、 索县、 那

曲、 当雄等地”， 最后抵达拉萨。 参见张云： 《元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 第 １７７ 页。
范成大： 《吴船录》， 载 《〈吴船录〉 外三种》， 第 ２４ 页。
关于 “磨逾里” 的地望和藏文对音， 分别参见熊文彬： 《蕃尼古道及其历史作用》， 《中国藏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第 ４４ 页；

霍巍： 《宋僧继业西行归国路径 “基隆道” 考》， 《史学月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８ 期， 第 ２７ 页。



地区， 而 “三耶寺” 藏文为 “ ”， 即今山南扎囊县著名的桑耶寺， 为西藏 ７７９ 年修建的历史

上第一座寺院。 继业也应如 《道昭写卷》 所载， 自东京出发后一路西行，① 他抵达桑耶寺后， 不仅

朝拜过这处著名圣地， 也可能朝拜过距该寺咫尺之遥的吉如拉康。

换言之， 吉如拉康写经使用的 “东京之墨”， 很可能通过宋代的这条青藏古道从东京经拉萨抵达

吉如拉康， 而且或许与内地朝圣的僧人相关。 至于墨的传入方式， 由于缺乏相关明确记载， 无法定

论， 但不排除贸易或其他方式的可能性， 这些都有赖于将来文献和实物发现的进一步印证。

四、 初步结论

根据吉如拉康历史、 写经愿文内容、 古藏文特征， 并结合敦煌的 《道昭写卷》 藏文书信， 吉如

拉康 １１—１２ 世纪的 ３ 件写经愿文中出现的 “ ” 和 “ ” ３ 个汉语音译词， 极可能就是北

宋首都 “东京” 的藏文音译或音意译的缩写。 愿文中对 “东京之墨” 的反复赞誉表明， 吉如拉康曾

用 “东京之墨” 写经， 愿文中赞誉墨的特点也与包括 “东京之墨” 在内的内地墨的特点基本吻合。

虽然迄今尚未发现 “ ” 就是 “东京” 的直接证据， 二者关系并非定论， 但吉如拉康写经之

墨来自汉地则毋庸置疑。 结合 《道昭写卷》 《吴船录》 和 《弟吴教法史》 等汉藏文献， 北宋从拉萨

经青海宗哥 （今平安县） 至东京等内地， 和从宗哥至敦煌、 南疆的丝绸之路基本畅通。 这条青藏古

道 （与唐代的唐蕃古道和元代的驿站线路大体吻合） 不仅与吉如拉康使用的汉地之墨密切有关， 而

且也与扎塘寺、 夏鲁寺、 卓玛拉康等建于后弘期初期并带有汉式艺术元素的寺院关系密切。 从 《吴

船录》 关于东京僧人继业途经桑耶寺的记载和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关于 “东京之墨” 的记载来看，

与吉如拉康咫尺之遥的桑耶寺可能是北宋内地、 至少是汉地佛教界与西藏腹心地区交往交流的中心

之一。

由于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历史遗存都非常有限， 宋代西藏的历史一直是西藏历史研究的瓶颈之一，

此时期西藏与内地的交往交流史研究更是如此。 吉如拉康写经愿文的发现， 无疑为北宋西藏与内地

的交流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证据和视野。

［本文责任编辑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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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 “三耶寺” 的藏文对音和地望， 前人已有研究， 参见黄盛璋： 《关于古代中国与尼泊尔的文化交流》， 《历史研究》
１９６２ 年第 １ 期， 第 １００ 页； 王邦维： 《峨眉山三藏继业西域行程略笺释》， 《南亚研究》 １９９３ 年第 ２ 期， 第 ４０ 页。 二文分别将其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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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ａｎｄ ｐｒａ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ｋ ｆｒｏｍ Ｄｏｎｇｊ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ａｙｅｒ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ｕｓｅｄ ｉｎｋ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ｐｙｉｎｇ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ｋ ｗａ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ｌｄ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
ｂｅｔ Ｒｏ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 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ｎ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Ｉｎｄｉａ ｔｏ ｓｅｅｋ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Ｓｕｔｒａ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ｍｏｎｋｓ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ｔｏ Ｘｉｘｉａ，ｔｈｅ Ｈｅｘｉ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
ｉｎｌａｎｄ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ｒ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ｚ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ｐｒａｙｅｒｓ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 ｉｎｋ ｆｒｏｍ
Ｄｏｎｇｊｉｎｇ”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Ｋｅｒｕ Ｌｈａｋｈａｎｇ ａｒｅ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ｖｅｒｙ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ａｎｄ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ｃａ⁃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ｉｚ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Ｋｅｒｕ Ｌｈａｋｈａｎｇ；Ｐｒａｙｅｒ ｏｆ ｃｏｐｙｉｎｇ ｓｕｔｒａ；“ Ｉｎｋ ｆｒｏｍ Ｄｏｎｇｊｉｎｇ”；Ｈａｎ⁃Ｔｉ⁃
ｂｅｔ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Ｃｈｉｍｓ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ｖｂｕｍ，ｔｈｅ Ｍｕｒａｌ Ａｒｔｉｓｔ ｉｎ Ｚｈａ ｌｕ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
ｎａｓ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Ｇｅ ｂａｖｉ ｂｓｈｅｓ ｇｎｙｅｎ ｍｃｈｉｍｓ ｐ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ｉ ｌｏ ｒｇｙｕｓ ｙｏ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 ｉｎ ｍＣｈｉｍ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ｉｎｇ⁃ｖｄｚｉｎ ｂＫｒａ⁃ｓｈｉ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Ｃｈｉｍｓ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ｖｂｕｍ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ａｉｎｔ⁃
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ｍｕｒａｌｓ ｈｅ ｐａｉｎ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ａ ｌｕ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ａｒｅ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 ｍｕｒａｌ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ｍＣｈｉｍｓ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ｖｂｕｍ，ｓｏ ｈ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ｗ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ｔｏ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ｎ ｈｉ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ｗｏ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ｄＧｅ ｂａｖｉ ｂｓｈｅｓ ｇｎｙｅｎ
ｍｃｈｉｍｓ ｐ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ｉ ｌｏ ｒｇｙｕｓ ｙｏｄ ａｎｄ ｍＣｈｉｍｓ Ｎａｍ ｍｋｈａｖ ｇｒａｇｓ ｋｙｉ ｒｎａｍ ｔｈａｒ，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
ｇｉｎ，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ｉｎ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ｒ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Ｙｕ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ａ ｌｕ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ｙ. Ｔｈｅ ａｎｃｅｓ⁃
ｔｏｒｓ ｏｆ ｍＣｈｉｍｓ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ｖｂｕｍ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ｏｆ Ｋｏｎｇ ｐｏ ｂｕｔ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Ｙａｒ ｋｌｕ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ｂｏ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ｍＣｈｉｍ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ａｒｒ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ｕｂｏ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ｒｅａｔ Ｔｕｂｏ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ｂｏ ｒｅｇｉｍｅ，ｍＣｈｉｍｓ Ｚｈａｎｇ ｂｕ ｌｅｇ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ｓＴａｇ ｔｓｈａｌ
ｉｎ Ｍｙａｎｇ ｓｔｏ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ｍＣｈｉｍ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ｔｏ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ｂｈｉｄｈａｒｍａ⁃ｋｏｓ＇ａ， ａｎｄ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ｘ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ａｎｃｈｕ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ｍｏｕ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ｓｕｃｈ ａｓ ｍＣｈｉｍｓ Ｎａｍ ｍｋｈａｖ ｇｒａｇｓ. Ｔｈｅ ｍＣｈｉｍ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ｃｒａｆｔｓ⁃
ｍａｎｓｈｉｐ. ｍＣｈｉｍｓ ｂＳｏｄ ｎａｍｓ ｖｂｕｍ 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ｍＣｈｉｍｓ Ｎａｍ ｍｋｈａｖ ｇｒａｇ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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